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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缺失还是知识自负？知识水平对
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研究

杨 恒，金兼斌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通过对中国 10个城市成年受访者的调查，发现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感

知风险水平较高，反映其对食品安全形势较担忧，且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存在信任危

机。不过公众的感知控制力较高，普遍认为自己有保障自身食品安全的能力，因此在日常

的食品消费中仍然有较高的信心。研究证实中国公众在食品安全的知识层面存在着知识

自负现象，公众自我评估的主观知识水平显著高于实际拥有的客观知识水平，且真正对公

众食品安全信心产生影响的是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这说明传统缺失模型所倡导的以科

普、辟谣为主要形式的致力于教育公众、提升公众客观知识水平的行动能够取得的效果可

能非常有限；而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和感知控制力的提升能有效提振公众的食品安全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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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公众最基本生活需求之一，不安全的食品将直接威胁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例如造

成各种食源性疾病。近些年来，中国陆续发生了多起食品安全事件，如苏丹红鸭蛋、大米镉超标事件

等，频繁造成社会恐慌情绪并扰乱食品市场秩序，侵蚀了公众的食品消费信心。

食品安全信心是一种潜在的信念，即相信食用某种食品不会对人们的健康和环境造成任何不利

影响。Jonge等的研究为理解影响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因素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术框架。其研

究发现，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主要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之上，并由日常生活的积极经验积累而来[1]。

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消极经验的增加会导致公众信心的相应下降[2⁃3]。信心同时受到对食品生产

及销售环节中各主体如政府、农民、食品制造商、食品零售商的信任水平的影响，由于公众往往对食

品生产环节缺少足够的信息知情和充分的专业知识，对这一环节所涉及的各主体的信任便成为一种

替代性的信任方案，帮助公众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出购买决策。从个体的角度而言，个体的性

格特征如易焦虑感、个体的控制感也会影响到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1]。

尽管 Jonge等提出的这一研究框架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理解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视角，但是

却遗漏了一个关键的变量，即知识。虽然研究者们注意到了受教育水平这一因素并将其作为影响食

品安全信心的个体因素的一部分，但是受教育水平显然不等同于在特定议题——如食品安全——的

知识水平，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尤其是研究者们几乎只关注公众的客观知识水平，而对主观

知识水平即公众对自己所具有的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评估，缺乏相关研究。这样的研究倾向很显然

地受到了缺失模型的影响。缺失模型认为，公众对科学存在着许多的误解，这是由于公众对科学的

不了解造成的，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知识缺陷”。为了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需要提高他们

的科学知识水平；公众的科学知识越渊博，则越能形成有效的科学事务的社会协商机制[4]。这一模型

收稿日期：2022⁃0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G时代新闻传播的格局变迁与研究范式转型”（21AZD143）。



第6 期 杨 恒 等：知识缺失还是知识自负？知识水平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研究

曾长期主导了科学传播的研究与实践，时至今日也依然是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科学传播的主要

模式，即单向度的面向公众的科普运动[5]。不过，这一模型是否可以用于理解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

态度及用于指导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干预，仍有待检验。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知识——无论

是缺失模型关注的客观知识，还是被其忽略的主观知识——是否影响到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以及具

体的作用方式进行研究。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化时代，知识的内涵与类型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更多

地与信息联系起来，两者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当前的信息环境并不乐观，各类有关食品安全、公

众健康的谣言和伪信息甚嚣尘上，这可能对公众评估当前食品安全形势与食品消费信心都会产生消

极的影响。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知识对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可能会造成的影响还远未得到充分

考察。

除此之外，这一框架对公众心理因素的作用考察不甚详实。尽管 Jonge等考虑到了公众对食品

生产、销售、监管环节所涉及不同主体的外部信任，以及公众对自身的感知控制力的自我信任，但是

没有包含公众对外部信息的心理处理过程。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公众的行动意愿不仅受到个体的感

知控制力的影响，还包括了对行为结果的认识及价值的估计，公众会在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间进行

理性权衡，以此形成具体的态度和行动意愿[6]。这样的一种心理机制在多种公众消费行为如网络购

物、有机食品、清真食品的消费等议题中都得到了验证[7]，感知风险是公众对相关议题态度与行为意

向的关键抑制因素之一。因此，感知风险会影响到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但是其影响的发生机制，

以及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水平是否会影响到对当前食品安全形势的风险感知，从现有的研究

来看还不得而知。

因此，从以上两个方面，本文基于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解释框架，将重点关注当前互联网信息

环境下公众的两类知识水平对公众的风险感知以及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

一、理论与研究假设

1.缺失模型、知识水平与食品安全信心

知识在公众对一系列与科学和健康相关的议题态度中的作用得到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研究结果

间的分歧大于共识，这一问题还远没有定论。一方面，和直觉一致，许多研究证实知识在人们认识外

部事物和议题时具有积极作用，知识水平越高，则人们的认识更为理性、全面[8]。也因此，在食品安全

信心的研究上，许多研究者关于知识的研究更倾向于发现影响公众的食品安全知识的各种因素，更

关注知识与公众实际行为，包括食品购买、食品储存、食品处理等行为之间的关系[9]，而不是知识会如

何影响到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换言之，研究者们近乎默认了食品安全知识与食品安全信心之间是

一种线性正相关，知识水平的提升必然同步提升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进而正向作用于公众的食品

消费。

另一方面，相当多的研究结果亦证明，这种符合感性常识的正向关系并不总是成立，知识与人们

的态度、信心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10]。在一些具有舆论争议性的科学话题如转基因食品上，公众

的知识水平与态度之间的关联性往往很低，有时甚至会负相关[11]。这种结论的不一致性，一部分原因

是所涉及话题的属性，公众在许多话题如气候变化、转基因议题上的态度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知识

水平，还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的意见气候环境、个人政治意识、宗教意识及政治极化的影响[12]，这些

因素削弱了知识对态度的影响力；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研究者们对知识的定义与测量不一致，不同研

究者们所言的知识许多时候并不是一回事。有的研究者们关注的是笼统的一般知识与一般态度，有

的研究者则是聚焦于具体的议题，研究的是特定知识与对特定议题态度之间的关系。

除了知识所指范畴的差异，知识本身还具有主观属性与客观属性的区别。在消费领域，Brucks
划分了消费者知识的三种类别：主观知识、客观知识、经验。主观知识指的是公众认为自己知道些什

么，客观知识是通过某种测试实际测得的知识水平，经验则是消费者之前购买某种类别产品的体

验[13]。客观知识作为个体实际拥有的信息处理能力，与个体的客观认知水平相关，客观知识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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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物的理解更为全面、深刻。客观知识对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有正向的影响。主观知识则比客观知

识更强地预测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购买行为与满意度，是比客观知识更重要的行为预测因素[14]。主

观知识与客观知识间的差别和不一致性，使公众在不同的消费行为上表现出难以预测的复杂性。但

总体而言，主观知识与人们的实际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的联系更为密切。

遗憾的是，在对食品安全信心的研究上，尽管一些研究探讨了客观知识水平与人们的食品安全

行为之间的关系，但缺少对知识水平与态度之间关系的研究，而是将知识默认为与人们食品安全行

为相关的一个激励变量，并将其视为广义的健康素养的一部分。这也是缺失模型的基本观点之一：

知识水平的提升会改观人们对科学相关问题的态度。此前的研究均潜在地受到了这一模式的影响，

没有对这一模型所暗示的公众食品安全信心形成过程进行反思与检验。另一个学术盲点是，主观知

识在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食品安全消费、食品安全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从未被关注，是一个长期被遗

漏的关键变量。区分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能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形

成与影响要素、作用方式有更深入的理解。

2.知识水平与感知风险、感知控制力

许多研究发现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水平之间仅是中低程度的正相关关系[15]，在一些领域如食品

消费领域的相关系数则更低，有的研究甚至报告了这两者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研究结论[16]。在大多

数情况下，这两种知识水平间关系的疏离表现为人们对同一事物的主观知识水平会高于客观知识水

平，个体总是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即知识自负。先前的研究发现，知识

自负与态度具有复杂的关系，并与反科学的行动紧密相关，广泛存在于各种议题如转基因、核能、气

候变化中[17]。知识自负的程度越强烈，则越有可能反对各种科学共识。在某些情况下，知识自负的人

有时甚至会认为自己的知识大于专家拥有的知识[18]，从而忽视对外部信息的寻求与接纳。不过，相比

于先前研究者们所涉及的转基因、气候变化等议题，食品安全问题是更一般性的议题，是否同样存在

着知识自负现象，尚需检验。

对知识自负的理解首先受到如何界定知识的影响。在当今互联网信息背景下，知识的意涵发生

了重大的更新与拓展。互联网时代的知识指的是各类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理解、技能、价值观和态

度等[19]。知识不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基于科学研究总结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成果，而是更多地与信

息及获取信息、识别信息、运用信息的个体素质紧密地联系了起来[20]。在这种背景下，主观的食品安

全知识更多地指的是公众自我评估的一般性的健康知识素养，即个人通过网络获取健康相关信息的

意识，寻求、发现、理解和评估健康信息的能力，以及利用这些信息解决健康相关问题的能力[21]。因此

在当今的互联网环境下，主观的食品安全知识实质就是个体认为自己所掌握、能运用的与食品安全

相关的知识。

就客观的食品安全知识水平而言，还没有较为公认的具体内涵和测量方式。一方面，学者们对

知识内涵的理解有差异，定义的不一致使其测量方式各有侧重；另一方面，学者们研究的知识常随具

体议题的不同而变化，有时候泛指一般知识，有时候则是特指某一议题的知识，不同的研究对知识的

测量精度不一。本研究认为，客观知识水平的内涵与测量同样要与当前的信息环境紧密结合起来。

在互联网信息环境下，各种与健康相关的伪信息大行其道，许多伪信息依靠各种叙事手法具有极强

的伪装性和迷惑性，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很难分辨其真伪[22]。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实际的食品安全客

观知识水平就反映为公众在当前信息环境下甄别各种与健康和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真伪的能力，是

否能够准确识别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伪信息就是公众实际拥有的食品安全知识素养的体现，或者关键

指标。以公众对当前充斥于互联网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类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伪信息的辨别能力作为

公众客观食品安全知识的操作性测量合理且必要。

感知风险指的是结果的不确定性与错误决策后果的严重性，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则是对外部食

品安全问题严重性及对自身健康可能产生的威胁的评估，这种风险感知与知识水平密切相关[23]。感

知控制力指的则是个体通过改变外部环境以适应自身需求，并降低行动过程阻力的能力，反映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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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结果之间的一致性[24]。对感知控制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视角，一种是将感知控制视为一种稳定

的人格特质，强调其不易随时间和议题的变化而变化；另一种则是将感知控制视为认知过程，强调与

控制相关的各种信念与过程及对个人与环境关系的影响[25]。本文采用第二类视角，因为个体由于所

占有的资源如信息的差异，在不同问题上的感知控制力是有差异的。充分的证据表明，感知控制力

是研究公众态度与行为改变的核心变量之一，许多理论如社会认知理论、计划行为理论都从控制的

角度描述了个体为什么进行特定的健康或不健康的行为[26]。人类会规避生活中的随机性和低下的控

制感、无助感等令人厌恶的情感体验，应对外部环境中的混乱性等威胁，而主要的手段就是对个体控

制力的信念[27]。许多因素如生理特征、策略使用、动机都会影响到个体的控制信念[28]，而知识同样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更高的关于特定话题的知识水平往往意味着对特定话题在信息层面上有更

充分的了解，因此对妥善处理与应对有更强的信心，具有较强的感知控制力，更能看到自己的行为与

健康等预期结果之间的联系，在预期的态度与行为上都更为乐观[29]。对心力衰竭患者低钠饮食情况

的研究发现，患者的知识水平与感知控制力正相关，具有较高知识的被试对低钠饮食的态度更积极，

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因此更高[30]。感知控制力是个体不担忧潜在食品安全问题威胁的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31]。

公众主观的知识水平直接关系到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感知与风险规避行动。有研

究发现，认为自己具有更高网络健康素养的人有更多健康信息的搜索策略，能够获取到更多健康信

息，具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32]。这可能使他们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更不容易对他们产生威胁，即使产生

威胁他们也能更妥善地进行应对。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主观知识水平负向预测公众食品安全感知风险水平，主观知识水平越高，感知风险越低。

H2：主观知识水平正向预测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控制力，主观知识水平越高，感知控制力

越高。

在当前食品安全伪信息盛行的信息环境下，伪信息的传播会增加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

是造成社会恐慌、侵蚀公众食品消费信心的重要因素。客观知识水平越高，则辨识各类伪信息、保障

自身食品安全的能力往往就越强，这会削弱风险认知水平，从而对食品安全的形势有更为全面、理性

的认识。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客观知识水平负向预测公众食品安全感知风险，客观知识水平越高，则感知风险越低。

H4：客观知识水平正向预测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感知控制力，客观知识水平越高，则感知控制力

越高。

3.政府信任与食品安全信心

对某种产品而言，公众的信任一般包含对作为具体产品的信任以及对提供产品的组织机构的信

任，后一种信任即为制度性信任。在产品信息获取不充分的时候，公众往往会根据制度性信任水平

进行相关决策。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由于食品生产和销售所涉及的环节非常复杂，公众同样更多地

依赖制度性信任来弥补他们对食品生产过程信息和专业知识的不足[2]。虽然食品安全是各方共同承

担的责任，但某些相关者对确保公众的食品安全更为重要。其中，政府食品监督管理部门承担着监

督检查、风险防范的顶层职责，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尤为重大。因此，公众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管理部

门的信任可能是影响公众整体食品安全信心的重要因素，这种政府信任属于制度性信任的一种体

现。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信任水平能正向预测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

政府信任建立在实现公众期待的基础上，这种期待就是公众是否认可政府具有保障民生、帮助

自己规避各种风险的能力和意愿[33]。对一般公众而言，这种政治信任十分抽象，更直接的信任来源主

要是日常生活的经验积累和对以往食品安全事件中监管部门表现的判断[34]。由于较高的食品安全主

观知识水平意味着公众有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与接触的内容，网络上较多的食品安全负面信息及各

类伪健康信息或许会激发公众对政府的负面情感，使公众对政府的工作评价更偏消极，从而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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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任具有系统的破坏效应[35]。接触的信息越多，则越可能增加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尤其是来自境外

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对政府信任有更严重的侵蚀[36]。而客观知识水平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更为相

关。具有较高的客观知识水平，则对食品安全的一般常识、政府在其中的职权范围、履责程序等都有

更完整的认识，能够更客观、理性地对政府食安管理部门的表现进行评价。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6：主观知识水平负向预测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信任水平，主观知识水平越高，信任程度

越低。

H7：客观知识水平正向预测公众对食品监管部门的信任水平，客观知识水平越高，信任程度

越高。

4.感知风险、感知控制力与食品安全信心

尽管风险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但由于食品安全风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无法回避，因

此公众的态度往往更为激烈。许多食品安全事件虽然从科学的角度看所产生的危害并不大，但是当

公众主观感知的风险水平较高时，其造成的社会伤害往往会大于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的直接危害[37]。

因此，对食品安全的感知风险将直接作用于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并引发进一步的风险应对行为。

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8：食品安全感知风险负向预测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感知风险越高，食品安全信心越低。

除了主观感知的风险水平外，影响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还包括对自身在遭遇食品安全风险时规

避风险、抵抗风险能力的评估。一般而言，个体感知风险水平越高，其采取降低风险的措施的意愿也

越强烈并为之付诸行动，如更多的风险应对信息寻求[38]。对风险的控制能力，或者说风险的规避能

力，决定了公众应对风险的信心水平与具体应对方式的选择。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9：感知控制力正向预测公众食品安全信心，感知风险的控制力越强，食品安全信心越强。

综上，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下（图1）：

二、研究设计

1.样本获取

本研究委托专业商业调查机构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于 2021年 10月对沈阳、北京、上海、

德州、淮南、武汉、商丘、广州、成都和西安共 10个城市普通公众进行了访问调查，所选城市具有不同

的规模和发展水平，对中国不同类型城市具有代表性。调查对象为 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共获取有

效样本2055份。样本的人口属性如表1所示。

2.概念测量

（1）主观知识水平。本研究使用“网络健康素养量表”中的 5个题项进行改编后测量了公众主观

知识水平。该量表测量了公众对自己在互联网环境中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利用方式、质量把控、健

康决策的能力的评判，因此是一种主观认知的健康素养。示例题项如“我知道生活中常用的食品安

全知识”“我知道互联网上有哪些有用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我可以分辨接触到的食品安全信

图 1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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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质量高低”。测量采用了李克特五级计分

法，答案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使用题

项均值作为受访者的主观知识水平得分，分值越

高，则主观知识水平越高。测量的均值 M=
3.58，标准差SD=0.79，量表信度α=0.91。

（2）客观知识水平。对于公众客观食品安全

知识水平的测量，使用中国科协科学辟谣平台与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共同发布的“2020年食品

安全与健康流言榜”中的 8个与食品安全相关的

流言，请受访者进行正误判断。这些流言是最常

见的广泛流传于互联网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的伪信息，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测量

的题项及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这些表述均是错

误的流言，请受访者对这些流言进行正误判断，

以测量受访者对流言的辨识力，并以此作为其在

食品安全问题上客观知识的得分。选择“正确”

选项（即回答错误）的计分为 0，选择“错误”选项

（即回答正确）的计分为 1。参考之前一些研究者

的做法，将回答“不知道”的答案视为错误回答，

与选择“正确”选项一样记为 0分[39]。采用累加的

计分方式，8道题目的总分即为受访者的“客观知

识水平”的得分，得分越高，则受访者辨识网络食品安全谣言的能力越强。均值M=2.81，标准差

SD=2.54，量表信度α=0.84。

（3）感知风险与感知控制力。对于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风险程度与个体的控制能力的认识，基于

Sparks等提出的测量题项进行改编。使用题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程度（1不严重=，非常严重

=5）”“食品安全问题相比于过去的变化（1=改善很多，5=严重很多）”“食品安全问题给我们带来

的风险（没有风险=1，巨大风险=5）”测量了感知风险，得分越高，则感知到的食品安全风险程度越

高。均值M=2.82，标准差SD=0.85，量表信度 α=0.74。
对于感知控制能力的测量，使用题项“我能把控我吃的食品的安全性”“食品的安全与否取决于

我如何处理食品”进行测量（非常不同意=1，非常同意=5），使用均值作为受访者的感知控制得分，

分数越高，感知到的个体控制能力越强。均值M=3.17，标准差SD=0.96，量表信度α=0.68。
（4）政府信任。使用 Jonge提出的6个测量指标来测量公众对政府食品监管部门的信任。测量询

问受访者是否认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保障食品安全的能力”“有保障食品安全的专业知识”“在食

品安全问题上是诚实可信的”“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是公开透明的”“重视公众的食品安全”“在保障食

表2 客观食品安全知识水平测量结果

调查流言题项

冷链食品外包装发现新冠活病毒，不能再吃冷冻食品了

复原乳没有营养，其实是“假牛奶”

吃冷冻肉有害健康

加了食品添加剂的零食都很不健康

速冻食品没有营养，尽量不吃

生牛乳的生产标准低，所以奶味变淡了

食用隔夜菜会导致肾衰竭

超市中卖的食品，使用塑料包装会引发癌症

正确识别数

584
1164
667
582
562
880
616
724

正确率/%
28.4
56.6
32.5
28.3
27.3
42.8
30.0
35.2

表 1 受访者人口属性 N=2055

类别

性别

年龄

居住地

受教育程度

家庭年收入/万元

属性

男性

女性

18~24岁
25~34岁
35~44岁
45~54岁
55~69岁
70岁及以上

城镇

农村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技校

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

其他

5万以下

[5,10)
[10,15)
[15,20)
[20,25)
[25,30)
30及以上

频率

1043
1012

388
440
477
380
370
388

1481
574
423
821
807
4

286
497
624
321
122
107
98

占比/%

50.8
49.2

18.9
21.4
23.2
18.5
18.0
18.9

72.1
27.9
20.6
40.0
39.3
0.2

13.9
24.2
30.4
15.6
5.9
5.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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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方面做得很好”，采用累加式计分方式，每选择一项计 1分，都不同意则计为 0分。因此，受访

者在该指标上的得分介于 0到 6分之间，分值越高，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信任越强。均值M=2.56，
标准差SD=1.19。

（5）食品安全信心。区别于感知风险作为对外部环境（即食品安全形势）风险程度感知的测量，

本研究所指的食品安全信心更偏向消费者个体的行为意向，指的是消费者在进行日常食品消费时的

信心程度。使用 Jonge设计的问卷中的两个题项对公众当前的食品安全信心进行了调查，分别是“您

对本市的食品安全总体状况满意吗”“您在本市进行食品消费时的安全感如何”，采用李克特五级量

表进行测量。均值M=3.74，标准差SD=0.71，量表信度 α=0.72。
除上述变量外，还测量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等变量，作为控

制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1.描述统计

从调查结果来看，公众对当前的食品安全形势感到不乐观（在满分为 5分的量表中均值为 2.82），

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的信任水平较低（在满分为 6分的量表中均值为 2.56)，说明相关食安监管

部门存在公信力危机。尽管如此，公众对把控自己饮食安全的能力较为乐观（在满分为 5分的量表中

均值为 3.17），大多数公众具有较为自信的对食品安全风险的防范能力。因此整体来看，中国公众的

食品安全信心依然位于高位（在满分为 5分的量表中均值为 3.74），对于日常食品消费的安全性是较

为信任的。

在知识层面，受访者对自己主观知识水平的评分位于高位（在满分为 5分量表中均值为 3.58），表

明大多数公众认为自己具备在网络环境下获取、识别、利用各种与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的能力。不过

从实际受访者对 8道常见食品安全伪信息的识别来看，公众的平均得分并不高，8道题目的平均分仅

为2.81分，全部答对的受访者仅为189人，占比9.2%；而全部答错的受访者为422人，占比20.5%。在

将主观知识水平与客观知识水平归一化处理后，对两种知识水平的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t =
14.11，p<0.001，说明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显著地高于客观知识水平，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中国公众

存在着知识自负现象。

统计分析的基础是变量间具有相关性，表 3呈现了本研究各变量的相关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

主客观知识水平、感知控制力、政府信任均与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呈正相关，感知风险则与食品安全

信心负相关，符合研究假设的猜想。除感知控制力与感知风险、客观知识水平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外，

其他变量的两两相关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适合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2.路径分析

为检验本研究的假设模型，明确上述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路径，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路

径分析。由于结构方程模型在样本量过大时极易出现模型与数据的显著差异从而错误地拒绝模型，

表 3 变量零阶相关矩阵

1.主观知识水平

2.客观知识水平

3.感知风险

4.感知控制力

5.政府信任

6.食品安全信心

M

SD

1
-

0.097**

-0.231**

0.241**

0.045*

0.531**

3.58
0.79

2

-
-0.116**

-0.009
0.061**

0.075**

2.81
2.54

3

-
-0.030
-0.062**

-0.395**

2.82
0.85

4

-
0.110**

0.350**

3.17
0.96

5

-
0.097**

2.56
1.19

6

1
3.74
0.71

注：**、*分别表示在5%、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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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遵循相关统计的经验做法，即每一个观察变量至少 10个样本，重新抽样构成了包含 300个个案

的数据集，采用最大似然法（ML）对假设模型进行了路径分析。经拟合，模型 χ2=3.75，p=0.153>
0.05，表明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不存在显著差异，模型可以被接受。模型的 χ2/df=1.87，GFI=0.99，
AGFI=0.94，RMSEA=0.06，均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模型适配要求，表明模型和数据的拟合情况很

好，可以准确反映变量间的真实关系。

从图 2标准化路径系数可以看出，主观知识水平对食品安全感知风险有抑制作用（β=
0.17，p<0.05），而对个体对食品安全的感知控制能力具有促进作用（β=0.21，p<0.05），因此研究

假设H1、H2得到验证。客观知识与感知风险和感知控制力虽然都负相关，但是相关关系不显著

（p>0.05），假设H3、H4被拒绝。不过删除这两条路径后的模型无法通过卡方检验从而不可接受，

因此依然在模型中保留了这两条不显著的路径。尽管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但是主观知识水平对

监管机构政府信任的路径系数比较大（β=-0.12），说明其仍是不可忽视的、抑制监管机构信任水

平和食品安全信心的重要变量，主观知识水平越高，对政府食安部门的信任水平反之越低。

尽管对政府食安部门的信任可以正向预测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β=0.05，p<0.05），但是无论是

主观知识水平还是客观知识水平，对政府信任的回归系数都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p>0.05）。这或

许是因为，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信任属于更广泛、作为整体的政治信任的一部分；于更广

泛的政治信任而言，其影响因素更为多样、形成机制更为复杂，公众仅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主客观知

识水平在其中的作用是十分有限乃至微乎其微的，对食品监管机构的政府信任或许更主要地受到了

一般性政治信任的影响。假设H5得到证实，假设H6、H7被拒绝。

对食品安全的感知风险则显著地、强烈地降低了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β=-0.21，p<0.05），假

设H8得到证实。而感知控制力则是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最大保护因素（β=0.18，p<0.05），感知控制

力越高，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越强，假设H9得到证实。

为了验证感知风险与感知控制力在主观知识水平与食品安全信心间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使用

PROCESS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检验使用模型 6，Bootstrap样本量为 5000。经检验，感知风险中介

了主观知识水平对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β=0.08，95%CI=[0.0280，0.1472]），感知控制力也中介了

主观知识水平对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β=0.044，95%CI=[0.0098，0.0930]）。由于主观知识水平对

食品安全信心的直接效应显著（β=0.3556，95%CI=[0.2622，0.4491]，p<0.001），因此感知风险与感

知控制力均是部分中介作用。

客观知识水平对政府信任、感知风险、感知控制力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对食品安全的回归系数

也不显著，这再一次地证明了缺失模型理论解释力的匮乏。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客观知识水平完全

无法影响到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事实上，具备一定的客观知识水平是形成主观知识水平的基础，

当个体对某议题完全不掌握任何的客观知识，同样很难有较高信心的主观知识水平，主观感知的知

识水平并非是凭空产生的。知识自负更常发生于具备一定客观知识，但是主观知识更为强烈的个

体。主观知识水平或许在客观知识水平对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中具有一定的中介关系。经PRO⁃

注：置信度为95%，虚线表示对应路径的影响不显著；图中系数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后同。

图 2 知识水平和食品安全信心关系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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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S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客观知识对食品安全信心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06，p=0.69>0.05，
95%CI=[-0.0232, 0.0345]），而通过主观知识中介的间接效应则显著（β=0.022，95%CI=
[0.0082,0.0395]）。这说明，客观知识水平通过主观知识水平的完全中介作用，依然可以正向地作

用于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客观知识水平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虽然十分有限，但并非完

全不存在。

3.模型修正与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单次抽样导致的偏误，基于上述发现，进一步对研究模型进行了修正与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使用替换样本的方法，在初始路径分析抽样剩余的样本中再次随机抽取了 300个样本进

行模型的修正。

修正模型路径分析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 3所示。模型 χ2=2.49，p=0.48>0.05，模型未被拒

绝。修正模型的 χ2/df=0.83，GFI=0.99，AGFI=0.98，RMSEA=0.01，相比于假设模型的增值适配

指标进一步得到优化，说明修正模型更为准确、优异。从修正模型可以看出，修正模型在各路径的显

著性、作用的方向均与研究模型保持一致，仅在部分路径的系数上发生了变化，说明研究模型是稳定

的，研究发现是可靠的。通过计算可以得知，主观知识水平对食品安全信心的总效应为0.492，主观知

识水平的提升能显著地提升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客观知识水平对食品安全信心仅存在间接效应，

效应值为 0.0585，客观知识水平的提升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增强，主要通过主观知识水平作为

中介。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全国 10个城市成年公众的抽样调查，发现公众对我国当前食品安全形势的态度较

为担忧，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信任程度偏低，说明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认可度和工作

评价不高，相关政府部门面临着公信力缺失的挑战。不过，中国公众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具有相对较

高的感知控制力，即便认为当前食品安全环境不理想，但普遍还是认为自己有保障自己家庭食品安

全、规避相关食品风险的能力，因此对自身消费的日常食品是较为信任的，公众整体的食品安全信心

依然位于高位。也即是说，公众食品安全的信心主要来源于对自身应对风险与危机能力的信念，而

不是对外部保障的信心。

本研究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意涵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完善了 Jonge等提出的公众食品安全信

心的理论框架，揭示了知识以及感知风险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力以及具体的作用方式。研究

证实，知识与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知识，尤其是主观知识的提升确实可以对

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产生积极的效用。在食品安全信心及食品安全行为的研究中，知识作为一个必

要的、有解释力的变量，长久以来被意外地忽视了。此外，之前的研究者们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形成

的心理过程缺少精细的研究，本研究则发现感知风险和感知控制力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力大

致持平，但作用的方向相反。也就是说，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主要是对当前食品安全形势的感知风

图 3 修正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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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以及自己应对这种复杂形势的感知控制力两者的心理博弈过程，即对外部环境危险性评估和对内

部自我应对能力的评估，由此形成了不同水平的食品安全信心。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下，各类与食品

安全相关的伪信息广泛传播于各网络圈层，易产生食品安全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非理性地强化公

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性的感知，侵蚀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因此，当前的信息环境不利于公

众食品安全信心的提升，这令人担忧。从健康干预的角度而言，对外部信息环境的改善是系统的综

合治理工程，以其为抓手降低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感知、实现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提升难

度很大。因此本研究的现实启发在于，在降低公众感知风险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转而对公众的感知

控制力进行干预，提升公众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自我效能感，从主观上对公众自我赋能，是提高公众

食品安全信心的有效途径。

在消费者研究中，知识历来是一个重要话题，倡导以知识水平的提高改善公众对于科学相关议

题态度的“缺失模型”长期主导了科学传播的研究与实践。从更精细的研究视角，在区分主观知识水

平与客观知识水平后，发现真正影响到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是主观知识水平，而非缺失模型所倡导

的客观知识水平。也即是说，公众自我认知的知识水平远比其实际拥有的知识水平更能对公众的食

安信心产生影响。这或许是因为，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本质上是一种信念，与主观知识的信念属性

具有同一性。当两种信念不一致时，个体即处于认知失衡的状态并不断具有追求认知协调的心理需

求[39]。为此，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与食品安全信心总有着保持平衡、一致、和谐的倾向，而客观知识的

直接作用则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同之前的众多研究保持一致，知识与态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非缺失

模型所设想的简单线性的正相关关系，其主张的以客观知识水平的提升改善公众态度的假设路径在

食品安全信心的问题上同样遭到否认。缺失模型解释力的缺失说明，单向的自科学界向一般公众的

科学普及、伪信息辟谣等行动对提升公众食品安全态度与信心所能产生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

在将主观知识水平与客观知识水平进行比较后，本文证实了中国公众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存在着

知识自负现象，公众自我感知的主观知识水平显著地高于其客观知识水平。知识自负使传统缺失模

型所倡导的基于教育、辟谣等措施的提升公众客观知识水平从而提升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努力变得

更加困难。首先，如前所述，客观知识对政府信任、感知风险、感知控制力的作用都不显著，真正能够

有效影响到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是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客观知识也需要通过主观知识水平的完全

中介作用来有限地影响到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致力于提升公众的客观知识会使对

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干预产生方向上的偏差，事倍功半。其次，客观知识水平的提升是困难的。尽

管先前的许多研究者为提升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都提出建议，例如让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食品安

全传播者、媒体都参与到教育公众的实践中，以提升公众的食品安全知识，进行更安全的实践，但是

往往收效甚微，这一模式的效果及价值已经遭遇了广泛的质疑[40]。这种效果的不理想一方面是因为

客观知识的习得本身是困难的，需要通过系统的教育才能使公众具有广泛的常识性知识以及对基本

的科学原理的理解，零碎的以辟谣、科普为手段的非系统干预手段很难真正提升公众的知识水平。

另一方面，基于事实的教育干预措施对存在知识自负的群体也不太可能有效。当公众的主观知识水

平很高时，他们的高度自信往往会使其觉得自己不需要被科普、被教育，也因此很少会对各种食品安

全科普内容、伪信息的辟谣产生兴趣、关注，这种善意的努力很难真正地教育公众[41]。因此，在科学传

播的研究中，需要对缺失模型所指涉的知识进行更精细的研究，不仅是对客观的知识水平的研究，对

公众自我感知的主观知识水平的研究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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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cit or Overconfidence？The Effect of Knowledge on Public
Confidence in Food Safety in China

YANG Heng，JIN Jianbin

Abstract A survey of adult citizens in 10 cities in China revealed that the public’s perceived risk
level of the current food safety is high, reflecting their concern about the food safety and a crisis of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food safety administration.However，the public’s high perceived control inhibits the
perceived severity of food safety risks，so public has a high level of confidence in their daily food con⁃
sumption.The study confirms that the Chinese public has a significant knowledge overconfidence with re⁃
gard to food safety，i.e. the public’s self-reported subjective knowledg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ir
objective knowledge，and that it is mainly subjective knowledge that affects public confidence in food
safety.This explains，at least partly，why traditional efforts to educate the public and improve their objec⁃
tive knowledge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re not so effective.It is suggested that improving the public’s
subjective knowledge and perceived control might be the keys to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food safety.

Key words food safety confidence；deficit model；knowledge overconfidence；subjective knowl⁃
edge；perceive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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